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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土壤中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揭示

人工林土壤有机碳（SOC）的积累过程与调控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以农田为对照，选取黄土高原地区 10 a、

15 a、20 a、35 a 和 50 a 林龄的刺槐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表层（0～20 cm）和亚表层（20～40 cm）

土壤中木质素酚与氨基糖的含量，量化二者对 SOC 的贡献，并结合林木特征、土壤化学性质及微生物生物

量等指标，分析刺槐人工林的固碳机制。结果表明：（1）刺槐种植显著提高了表层土壤 SOC 含量，但对

亚表层影响不显著；至 50 a 林龄时，表层 SOC 较农田提高 93.5%。（2）刺槐种植显著提高了表层土壤氨

基糖及其单体含量，在 35 a 时达峰值，而亚表层土壤中含量变化不显著，在 0.39～0.57 g·kg-1 之间波动。

（3）在表层土壤中，刺槐林土壤中木质素酚含量显著高于农田土壤；在亚表层土壤中，刺槐人工林土壤的

木质素酚含量处于较低水平，且其含量随树龄增长未呈现明显波动，始终维持在 0.1～0.3 g·kg-1 的范围内。

（4）在表层土壤中，植物残体碳对 SOC 的相对贡献随林龄增加呈下降趋势，介于 2.8%～12.5%，而微生

物残体碳的贡献更为突出，介于 44.0%～53.0%。在亚表层土壤中，植物残体碳与微生物残体碳的贡献范围

分别为 8.9%～31.8%和 30.6%～65.0%。综上，刺槐人工林恢复显著促进了土壤有机碳的积累，但这种促进

作用仅存在于表层土壤。微生物残体碳是刺槐林 SOC 构成的主要来源，其贡献大于植物残体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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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plant- and microbial-

derived residues in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accumulation in R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by examining their dynamic changes across a chronosequence of stand ages.【Method】R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aged 10, 15, 20, 35, and 50 years on the Loess Plateau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ites, with farmland included as the control. Lignin phenols and amino sugars were 

quantified in surface (0-20 cm) and subsurface (20-40 cm) soils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plant- 

and microbial-derived residues to SOC. In addition, forest characteristics,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biomass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se plantations.【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stablishment of R.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C content in surface soils,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observed in subsurface soils. After 50 years of afforestation, SOC content in 

the surface soil increased by 93.5% relative to farmland. (2) In surface soils, the contents of amino 

sugars and their monom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R.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than in 

farmland and peaked at a stand age of 35 years. By contrast, amino sugar contents in subsurface 

soils showed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ranging from 0.39 to 0.57 g·kg-1. (3) In surface soils, lignin 

phenol contents under R.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farmland 

soils. However, lignin phenol contents in subsurface soils remained relatively low and showed little 

variation with increasing stand age, ranging from 0.1 to 0.3 g·kg-1. (4) In surface soil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plant residue carbon to SOC decreased with stand age, ranging from 2.8%-12.5%. 

In contrast,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made a substantially greater contribution, accounting for 

44.0%-53.0% of SOC. In subsurface soils, the contributions of plant residue carbon and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ranged from 8.9%-31.8% and 30.6%-65.0%, respectively.【Conclusion】Overall, 

the restoration of R.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stimulated SOC accumulation, but this effect was 

largely confined to surface soils. Also,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was the dominant source of SOC 

in these plantations and contributed more substantially than plant residue carbon. 

Key  words: Soil organic carbon;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Plant residue carb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 

 

土壤碳库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储量最大的碳库，在维持全球碳循环平衡、保障陆地生态

系统生产力及缓解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森林生态系统因其巨大的生物量，为土壤碳

库提供重要的碳输入，在全球碳循环中占据重要地位[1]。然而，自 20 世纪以来，为了满足

对木材产品和商业农业的需求，天然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加速了土壤碳的流失[2]。在

此背景下，植被恢复已成为生态修复及维持森林土壤碳汇功能的重要途径。而黄土高原作为

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的典型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尤为迫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在黄

土高原实施退耕还林（草）等生态修复工程以来，该区域部分农田逐渐被人工林地所替代，

这使得该区域的植被类型和覆盖度均出现了极为显著的改变[3-4]。据统计，在 2000 年至 2020

年内，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度实现了大幅提升，从 39% 迅速增长至 71%。大范围分布的人

工刺槐林在区域土壤侵蚀防控、土壤肥力提升和有机碳固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种植后

的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积累特征直接关系到黄土高原森林生态效益与碳

汇功能的评估[5]。 

植物通过根、茎、叶等活体组织储存的有机碳约占陆地生态系统有机碳总量的 20%~30%。

植被恢复过程中，植物通过凋落物（如落叶、枯枝）向土壤输入大量有机物[6-7]。同时，根系



在生长过程中的周转与死亡残留也成为土壤有机碳的重要来源[8]。而微生物的调控作用在

SOC 的固定中也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分泌胞外酶分解植物残体[9]，影响植物

残体碳向 SOC 的转化效率；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合成代谢形成微生物残体碳，直接补充

SOC 库。这两个过程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改变植物残体碳与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的贡献比

例，进而影响 SOC 库的固碳能力[10-11]。木质素酚和氨基糖通常作为生物标志物用于追踪植

物源碳和微生物源碳在土壤中的积累[11-12]。氨基糖是微生物细胞壁的重要成分，能在微生物

死亡后与矿物结合并相对稳定地固存于土壤中，可为微生物残体的积累动态提供有效指示。

土壤中常见的氨基糖包括氨基葡萄糖、氨基半乳糖、氨基甘露糖和胞壁酸，占土壤有机质含

量的 2%～5%[13]。木质素常用 CuO 氧化法提取木质素酚的单体表征，包括肉桂基、丁香基

和香草基。木质素酚含量、不同单体间的比值既可以表征植物残体碳，也可以指示木质素的

降解程度[14]。在全球尺度上，有研究表明与草地相比，森林 SOC 中微生物残体的贡献较低，

植物来源组分对森林 SOC 的贡献更为突出[15]。He 等[16]对中国东部 5 个纬度带森林土壤的

研究指出，微生物残体（尤其是真菌残体）在 SOC 形成中发挥了较植物木质素更为重要的

作用。由此可见，在刺槐人工林土壤中，植物与微生物残体对 SOC 积累的相对贡献仍不明

确。这一认知空白不仅限制了对刺槐林“植物‑微生物‑土壤”系统碳循环耦合机制的深入理解，

也为准确评估该类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带来挑战。 

目前，针对天然林土壤有机碳（SOC）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认知。多项覆盖不同气

候带的研究表明，天然林 SOC 含量与储量主要受林型、树种组成和林龄等关键因素调控[17]。

刘新颖等[18]在温带天然林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的贡献高于植物残体

碳，这一发现深化了对天然林碳库形成机制的理解。在人工林方面，已有研究揭示，刺槐人

工林 SOC 含量随林龄增长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该动态受植被凋落物输入与微生物分解

转化之间的平衡调控[19]。此外，由于表层土壤根系分布密集、凋落物输入量大，碳源转化效

率较高，其 SOC 积累量显著高于深层土壤[20]。然而，当前关于人工刺槐林 SOC 的研究多集

中于其基本含量与分布特征，对于 SOC 积累过程的内在调控机制、关键影响因子的长期动

态，以及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贡献的差异等核心科学问题，仍缺乏系统性与机理层

面的深入探索，存在明显的研究空白。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科学假设：（1）刺

槐林 SOC 含量随着林龄的增加而增加，且各林龄表层 SOC 均显著高于亚表层。（2）植物

源碳和微生物残体碳随林龄增长而增加，且各林龄微生物残体碳对有机碳的贡献高于植物残

体碳。阐明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在 SOC 积累中的相对贡献，有助于揭示植被恢复背景下人

工林碳汇功能的形成机制，为相关理论构建提供依据。同时，研究结果可为预测全球气候变

化和不同土地管理措施下刺槐人工林土壤碳库的动态演变提供科学参考，从而为制定有针对

性的生态系统碳管理策略、提升区域碳汇能力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黄土高原陕西省永寿槐平林场（34°47′—34°51′N，108°05′—

108°10′E）。从 1958 年永寿县在永寿梁地区成立了国营槐平林场开始推行专业造林，同

时作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县之一，经过 60 多年的艰苦努力，永寿形成了 40 万亩刺

槐林屏障，森林覆盖率达到 89.2%。研究样地内的大面积刺槐人工林多源于退耕还林工程实

施后由原有农田转变而来，所有样地均发育于同一黄土母质，具备一致的成土背景与土地利

用历史。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 10.8℃，年均降水量为

605 mm，其中 7—9 月降水占全年降水的 60%以上，呈显著雨热同期特征。无霜期平均 210d。

区域海拔介于 1 123～1 464 m 之间，地形以黄土丘陵与沟壑为主，坡度多在 10°～25°之间。

土壤类型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分类标准为钙质初育土（Calcaric Regosol），发生学

分类则为黄绵土。土壤质地以粉壤土为主，土层深厚，通透性良好，但结构性较差，易受水

力侵蚀。该地区在长期植被恢复与人工林经营背景下，形成了以刺槐为建群种、林龄结构完

整、立地条件可控的典型人工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刺槐林土壤碳循环与生态功能演变提供了

理想的野外研究平台。 

1.2 试验设计和样品采集 

本研究于 2023 年 7 月开展，以连续耕作农田为对照，选取了林龄分别为 10 a、15 a、20 

a、35 a 和 50 a 的刺槐纯林作为研究对象。在每个林龄阶段，设置 5 个植被状况基本一致的

50 m × 50 m 样方作为野外重复，各样方间距不小于 1 km，以保障空间独立性和代表性。在

每个样方内，沿“S”形路线选取 5 个采样点，分别采集 0～20 cm（表层）和 20～40 cm（亚

表层）土层的土壤样品。将同一样方内相同土层的样品混合均匀，构成一个复合样本。所有

采集的土壤样品立即存放于 4℃便携式冷藏箱中，并于 24 h 内运抵实验室。在实验室内，土

壤样品经去除可见石砾和植物根系后，于通风条件下自然风干，过 2 mm 筛，保存用于后续

理化分析。 

1.3 样品指标测定 

用 pH 计测定土壤 pH，水土比例为 5∶1；硝态氮、铵态氮分别采用分光光度法和靛酚

蓝比色法测定；土壤全氮采用凯氏定氮仪测定；土壤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颗

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采用六偏磷酸钠分离法。 

土壤中常见的 4 种氨基糖（氨基葡萄糖、氨基半乳糖、氨基甘露糖和胞壁酸）采用气相

色谱法进行测定[13]。干燥土样经 6 M 盐酸（10 mL）于 105℃水解 8h，冷却后加入 0.1 mL 肌

醇（100 mg·mL-1）作为内标 1，过滤并减压（52℃）浓缩至干，再溶于蒸馏水，调节 pH 至 

6.6~6.8。离心后取上清液再次浓缩至干，残余物用 5 mL 无水甲醇溶解，离心去除盐分。氮

气吹干后加 1 mL 蒸馏水，冷冻干燥。加入 0.1 mL 内标 2-甲基葡糖胺（100 mg·mL-1）后，

样品在 0.3 mL 衍生化试剂（盐酸羟胺与 4-二甲氨基吡啶溶入体积比为 4:1（v / v）的吡啶-

甲醇混合液）中 80℃加热 30 min，转化为醛腈衍生物。冷却后加 1 mL 乙酸酐于 80 ℃乙酰

化 60 min，加入 1.5 mL 二氯甲烷萃取，依次用 1 mL 盐酸和蒸馏水洗涤去除过量试剂。含氨

基糖衍生物的二氯甲烷相经氮气吹干后，通过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 Agilent）定量分析。

主要测定胞壁酸和氨基葡萄糖，并按以下公式计算细菌和真菌的残体碳[21]。 

细菌残体碳 = 胞壁酸 × 31.3                                               （1） 

真菌残体碳 = (氨基葡萄糖 – 1.16 × 胞壁酸) × 10.8                            （2） 

微生物残体碳 = 细菌残体碳+真菌残体碳                                    （3）  

木质素酚分为香草基、丁香基和肉桂基三类。土壤木质素单体分析采用 Otto 等[22]建立



的碱性 CuO 氧化法。预处理步骤如下：干燥土样与六水合硫酸亚铁铵（100 mg）及 20 mL

经氮气吹扫的 2 mL NaOH 溶液共同置于聚四氟乙烯反应釜中反应，经 170 ℃加热 2 h。氧

化产物中加入乙基香草醛作为替代标准品，用盐酸酸化至 pH 2，离心后以乙酸乙酯进行液-

液萃取，取上清液，氮气流吹干浓缩。最后，木质素氧化产物与 N,O-双（三甲基硅基）三氟

乙酰胺和吡啶在 60 ℃下反应 15 min，生成三甲基硅基衍生物后进行 GC-MS 测定。得到 8

种单体，分为三大类：香草基类单体（香草基酚）：香草醛（Vanillin）、香草酮（Aceto vanillone）、

香草酸（Vanillic acid）；S 类单体（丁香基酚系列）：丁香醛（Syringaldehyde）、丁香酮

（Acetosyringone）、丁香酸（Syringic acid）；C 类单体（肉桂基酚系列）：对-香豆酸（p-

Coumaric acid）、 阿魏酸（Ferulic acid）。木质素酚总量为香草基（V）、丁香基（S）和肉

桂基（C）化合物之和。木质素降解程度通过香草基（(Ad/Al)v）和丁香基（(Ad/Al)s）酚类

的酸醛比（Ac/Al）表征，该比值与木质素氧化程度呈正相关。(Ad/Al)v 和 (Ad/Al)s 比值升

高表明侧链氧化加剧，而 C/V 和 S/V 比值降低则反映微生物转化阶段的木质素降解程度增

强[23]。 

植物残体碳 =  
(

𝑉

33.3%
+

𝑆

90%
+𝐶)

3%
 × 100%                                         （4） 

微生物残体碳对有机碳的贡献 = 
微生物残体碳

土壤有机碳
 ×100%                            （5） 

植物残体碳对有机碳的贡献 = 
植物残体碳

土壤有机碳
 ×100%                                （6） 

1.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Excel 整理后导入 R 2024.12.0 软件，对分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各指

标数据按林龄和土层分组，计算均值和标准差（SD）。在同一土层内，不同林龄处理之间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并通过 Tukey 多重比较检验其差异显著性（P<0.05）；显著性

结果以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同一林龄下，表层与亚表层之间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差异。

此外，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探究刺槐人工林土壤中氨基糖和木质素酚含量与各土壤因子

之间的相关性。最终利用 ggplot2 绘制，以“均值 ± 标准差”展示结果。 

2 结 果 

2.1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特性的变化 

刺槐种植显著提高了表层（0~20 cm）土壤全氮（TN）、硝态氮（NO3
--N）、铵态氮（NH4

+-

N）、有机碳（SOC）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MAOC）含量。在表层土壤中，20 a 的刺槐林

土壤中 TN、NO3
--N、NH4

+-N 含量最高，分别为 0.91 g·kg-1、14.97 mg·kg-1、8.05 mg·kg-1。

与农田相比，50 a 的刺槐人工林表层土壤 SOC 含量提升 93.5%，MAOC 含量提升 133.9%，

而在亚表层（20 ~ 40 cm）土壤中，SOC、MAOC 及颗粒态有机碳（POC）的平均含量分别

降低 27.1%、15.3% 和 69.6%，其中 50 a 时有机碳含量最低，为 5.99 g·kg-1 。不同土层间

比较表明，表层土壤酸碱度总体低于亚表层，其中 10a、15a、20a 和 35a 样地达到显著水

平。与之相反，表层土壤养分含量总体高于亚表层，尤其是 TN、NO3
--N 和 SOC 表现较为

明显。随着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刺槐林土壤中 TN、NO3
--N 和 NH4

+-N 含量未呈现显著变

化趋势（图 1）。 



 

注：CL 表示玉米农田。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树龄之间差异显著（P<0.05），星号表示同一处理下不同土层的差

异显著，无标记则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P<0.01，***P<0.001）。误差线代表标准差（SD）。下同。Note: CL stands for 

corn farml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ree ages in the same soil layer (P<0.05). 

Asterisk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oil layers within the same treatment; absence of asterisks denotes no significance 

(*P<0.05，**P<0.01，***P＜0.001). The error bar represent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The same below. 

图 1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的化学性质 

Fig.1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of farmland and Robinia pseudoacacia with different ages 

2.2 土壤氨基糖及其单体含量 

在表层土壤中，与农田相比，植被恢复显著提高了土壤氨基糖含量。在树龄 20 a 至 35 

a 间，氨基糖含量呈现显著增长（P<0.05），在 35 a 达到 2.53 g·kg-1 的峰值，为农田土壤

含量的 3 倍。尽管树龄 50 a 刺槐林土壤的氨基糖含量呈现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农田。在亚

表层土壤中，各恢复阶段的氨基糖含量与农田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其含量在 0.39~0.57 

g·kg-1 之间波动。仅在树龄 50 a 时，相较于农田，氨基糖含量呈现出明显的提高(图 2a)。

此外，氨基糖占土壤有机碳的百分比与总氨基糖的变化趋势相似（图 2b）。

 

注：（a)、（b）表示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每千克土壤的氨基糖含量和占有机碳的百分比。Note：

(a) and (b) represent the amino sugar content per kilogram of soil and the percentage of organic carbon in farmland 

and acacia soil of different ages.  

图 2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氨基糖含量 

Fig.2 Amino sugar content in farmland and soil under R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of different ages 



在表层土壤中，与农田相比，植被恢复后氨基葡萄糖、氨基半乳糖、胞壁酸和氨基甘露

糖的含量均显著增加。在刺槐树龄为 35 a 时，这些组分的含量达到最高水平，分别为 1.40 

g·kg-1、0.93 g·kg-1、0.11 g·kg-1 和 0.089 g·kg-1（图 3）。然而，在树龄为 10 a 时，胞壁酸的

含量仅次于树龄 35 a 时的含量，且高于树龄 15 a 和 20 a 时的含量。这与其他三种单体氨基

糖的含量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在亚表层土壤中，此类变化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刺槐树龄的

变化能够更有效地改变氨基葡萄糖与胞壁酸的比值。在表层和亚表层土壤中，该比值在树龄

10 a 时最低，其次是树龄 15 a 时，其数值分别为 3.47 和 5.09（P<0.05）（图 3f）。 

 

图 3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氨基糖单体含量 

Fig.3 Amino sugar monomer content in farmland and soil of R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of different ages 

2.3 土壤木质素酚及其单体含量 

在表层土壤（0～20 cm）中，刺槐人工林土壤的木质素酚含量显著高于农田土壤。值得

注意的是，在 35 a 与 50 a 林龄的样本中，经 SOC 标准化的木质素酚含量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P<0.05），而未标准化含量则在 20 a 林龄时达到峰值。在亚表层土壤（20～40 cm）中，

刺槐林土壤木质素酚含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随林龄增长未出现显著波动，其含量始终维持

在 0.1 ~ 0.3 g·kg-1的范围内。综上所述，植被恢复显著促进了表层土壤中氨基糖和木质素酚

的积累；而在亚表层土壤中，两者的含量变化均不显著，且氨基糖含量整体高于木质素酚。

该结果为进一步揭示不同土层碳组分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差异提供了重要依据。 

   刺槐林土壤中香草基和丁香基含量高于农田土壤。表层土壤含量显著高于亚表层土壤。

在表层土壤中，香草基与丁香基含量与总木质素酚含量趋势相似，在刺槐林恢复 20 a 时达

到最高。在亚表层土壤中，其含量变化趋于稳定。在表层土壤中，肉桂基含量变化较为稳定，

刺槐林恢复 10 a 到 20 a 时呈上升趋势，20 a 达到最高值，在 35 a、50 a 时平缓下降，刺槐

林恢复 50 a 时含量最低，较农田土壤降低了 25%；在亚表层土壤中，农田土壤中肉桂基含

量最高，随着刺槐林恢复年限增长，刺槐土壤中肉桂基含量趋于稳定，50 a 时含量最低，较

农田土壤降低了 70%（图 4）。S/V 比值随林龄持续升高，C/V 比值持续降低，表层在 0.1~1.4

之间变化，大于亚表层，表明木质素微生物转化程度随林龄增长，表层更显著。(Ac/Ad) s、

(Ac/Ad) v 比值随林龄显著升高，表层氧化作用强于亚表层，说明木质素氧化程度随林龄加

剧，表层更突出（图 5）。 



 

注：（a)、（b）表示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每千克土壤的木质素酚含量和占有机碳的百分比。Note: 

(a) and (b) represent the content of lignin phenols per kilogram of soil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soil organic carbon in 

farmland and Robinia pseudoacacia forests with different stand ages, respectively. 

图 4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木质素酚含量 

Fig.4 Lignin phenol content in farmland and soil of Robinia pseudoacacia of different ages 

 

 

注：V: 香草基，S: 丁香基，C: 肉桂基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树龄间差异显著(P<0.05，n=5）。C/V：

肉桂基与香草基之比、S/V：丁香基与香草基之比，（Ac/Al）s：（Ac/Al）v：丁香基和香草基的酸醛比。 

Note：V: Vanillyl phenols, S: Syringyl phenols, C: Cinnamyl phenols.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differences 

in tree age (P<0.05, n=5). C/V：the ratio of cinnamon and vanilla, S/V：clove and vanilla，(Ac/Al)s：The 

syringyl/vanillyl ratio ，(Ac/Al)v：Syringyl/vanillyl (acid/aldehyde) ratio 

图 5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林土壤木质素酚单体含量以及比值 



Fig.5 The content of lignin phenol monomers in farmland and soil of Robinia pseudoacacia of different ages 

2.4 土壤微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对有机碳积累的贡献 

在碳源贡献方面，无论是表层还是亚表层土壤，植物源碳对有机碳的贡献均低于微生物

残体碳。在表层土壤中，随林龄增加，植物源碳对 SOC 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其占比依次为

32.8%、24.2%、24.4%、18.3%、12.5%和 14.9%；而微生物残体碳的贡献则分别为 49.8%、

49.8%、46.3%、48.9%、44.0%和 53.0%，且随林龄无显著变化（图 6a）。在亚表层土壤中，

植物源碳的贡献亦随林龄增加而降低，但在 50 a 时有所回升，且高于对照样地；其占比分

别为 26.6%、20.9%、16.0%、16.3%、8.9%和 31.8%。微生物残体碳的贡献也呈现相似变化

模式，占比分别为 49.8%、42.4%、41.4%、43.1%、30.6%和 65.0%（图 6b）。 

 

注：(a)、(b)表示玉米地和不同树龄刺槐土壤微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含量，(c)、(d)表示玉米地和不

同树龄刺槐土壤微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对有机碳的贡献。Note：(a) and (b) represent the content of soil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and plant residue carbon in farmland and tree with different ages, and (c) and (d) represent 

the contribution of soil microbial residue carbon and plant residue carbon to organic carbon in farmland and tree 

with different ages. 

图 6 农田和不同树龄刺槐土壤植物残体碳和微生物残体碳含量及其对有机碳的贡献 

Fig.6 Carbon content of plant residues and microbial residues in soil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organic carbon in 

farmland and R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of different ages 

根据 Pearson 相关性分析、Mantel 检验及网络关联分析结果，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生

物量与有机碳组分及生物标志物之间存在显著的多维度关联（图 7）。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



明，TN 与 SOC 和 MAOC 均呈极强正相关；SOC 与 MBC 和 MBN 也呈强正相关，说明土

壤碳氮库与微生物生物量之间存在紧密的协同关系。此外，pH 与 MAOC 呈显著负相关，

反映酸性环境可能抑制矿物结合态有机碳的积累。Mantel 检验进一步显示，土壤性质与氨基

糖含量之间存在极显著关联，结合相关性矩阵中 MBC、MBN、TN 和 SOC 的强相关特征，

表明微生物生物量及土壤碳氮有效性是调控微生物源有机碳分布的关键驱动因素。 

 

注：边宽对应相应距离相关的 Mantel’s r 统计量，边颜色表示统计显著性。红色和蓝色分别表示两个变量之

间的正相关和负相关，颜色越深，相关性越强。ns 表示无显著差异；*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

示 P<0.001。BD：土壤容重，TN：土壤全氮，SOC：土壤有机碳，C/N：土壤碳氮比，MBC：微生物生物

量碳，MBN：微生物生物量氮，MBP：微生物生物量磷，DOC：溶解态有机碳，DON：溶解态有机氮，DOP：

溶解态有机磷，MAOC：矿物结合态有机碳，POC：颗粒态有机碳。Note：Edge width corresponds to the Mantel's 

r statistic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ective distance, while edge color deno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d and blue 

respectively represent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wo variables, with color intensity increasing as 

the correlation strength grows.ns mea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means P<0.05, ** means P<0 .01, *** 

means P<0.001. BD: Soil bulk density, TN: Soil total nitrogen content, SOC: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C/N: Soil 

carbon-to-nitrogen ratio, MBC: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MBN: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MBP: Microbial 

biomass phosphorus, DOC: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N: Dissolved organic nitrogen, DOP: Dissolved organic 

phosphorus, MAOC: Mineral-bound organic carbon, POC: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图 7 土壤属性与氨基糖和木质素含量的相关性 

Fig.7 Correlation of soil properties with amino sugar and lignin phenol content 

3 讨 论 

3.1 刺槐种植对土壤有机碳总量及生物标志物单体的影响 



造林活动通过调控土壤有机碳（SOC）的输入与转化过程，在退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恢复中具有重要作用[1]。刺槐种植对 SOC 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土层异质性，其提升效应

主要集中在 0~20 cm 的表层土壤[23-25]。在刺槐生长过程中，地上生物量的持续积累为土壤提

供了丰富的有机物料，同时根系分泌物与残体的大量输入显著激发了表层土壤微生物的分解

代谢活性，从而通过生物化学转化途径有效促进了表层 SOC 的积累[26]。在造林初期，刺槐

林木对土壤提供凋落物较少，造林行为扰动造成土壤侵蚀增加[27]，从而降低了 SOC 的固存。

幼龄期刺槐林土壤有机碳含量显著低于农田，表明 SOC 积累起始时间滞后于林分生长，直

至造林 15 年后，SOC 的累积效应才逐渐显现[28]。在亚表层中，50 年的刺槐土壤有机碳含量

显著低于农田土壤和其他恢复年限的刺槐土壤，这可能与刺槐树木老年退化有关。衰老树木

的光合效率下降 15% ~ 30%，叶绿素含量降低、气孔导度减小，导致碳水化合物合成不足，

生物量年增量从青年期的 5 ~ 10 t·hm-2 降至 2 ~ 5 t·hm-2[29]。同时，水分胁迫进一步恶化根

系生长环境，导致来自根系残留物与根瘤沉积的碳输入减少，难以完全补偿因分解与矿化作

用所引起的 SOC 损失[30]。 

随着 SOC 的累积，其与土壤黏土矿物、铁铝氧化物的结合作用增强，通过表面吸附、

络合反应等机制推动 MAOC 含量逐步提升，显著增强土壤碳库的稳定性[31]。林龄达到 35 年

时，有机碳输入量与矿物结合能力处于较好的平衡状态。此时刺槐的根系生物量最大、分布

范围最广。表层土壤中细根密集，亚表层中则粗根数量增加，根系对土壤结构的改善作用从

表层延伸至亚表层[32]，推动表层 MAOC 达到峰值。同时，在根系生长过程中也会改善表层

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孔隙度和通气性，有利于有机碳与矿物的结合[33]。到 50 年时，根系分

泌物中容易与矿物吸附的小分子有机碳占比可能下降，这类物质本可以通过与黏土矿物、铁

铝氧化物形成氢键或配位键，成为 MAOC 的核心来源[34]。但是老龄林凋落物难分解组分，

如木质素中香草基和丁香基成分占比很高，其分子结构复杂、与矿物结合位点少[35]，难以有

效转化为 MAOC，导致碳源供给质量下降，这种有机碳组成变化使得矿物难以与其有效结

合。此时微生物胞外酶活性提升，提高微生物碳利用效率并完善其对 MAOC 稳定组分的分

解代谢途径，进一步增强对 MAOC 的分解作用 [35]。在亚表层土壤中变化一致，树龄 10 年、

15 年时刺槐根系细根稀疏，对土壤结构改善微弱，SOC、POC 和 MAOC 含量均很低。树龄

20 年和 35 年时，刺槐根系扩展达峰值且微生物残体输入增加，土壤结构改善、有机碳供应

增强，推动 MAOC 和 POC 含量上升。老年期刺槐根系衰退，土壤有机碳供应匮乏，导致两

者含量显著降低。此外，造林对土壤碳固存的长期效应还受到气候条件、微生物群落结构等

因素的影响[36]。未来研究需结合多尺度观测与模型模拟，比如短期动态结合长期定位尺度监

测土壤有机碳变化、多因子耦合模型等深入解析造林过程中土壤碳循环的关键调控机制。 

刺槐种植对土壤碳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SOC 总量及组分上，还反映在表征碳源属性的

生物标志物单体动态中。氨基糖单体包括氨基葡萄糖、氨基半乳糖、氨基甘露糖和胞壁酸，

主要来源于微生物残体[12]。在刺槐种植初期，由于刺槐凋落物对土壤表层的输入激活了真菌

活性，氨基葡萄糖随真菌生物量增长而积累[37]。而 35 年时，刺槐凋落物等碳源输入维持稳

定的高水平，真菌及其他微生物对碳源的竞争加剧。适应能力弱或碳源需求单一的菌丝难以

维持生长代谢而死亡，优势真菌产生的新菌丝可高效利用碳源并繁殖，对应真菌残体周转高

峰期[12,38]。林分衰老致凋落物质量下降，使氨基葡萄糖含量降低，亚表层因真菌少、残体输

入弱，其含量持续偏低。刺槐种植初期，刺槐根系分泌物刺激细菌增殖，促成胞壁酸短暂积

累[38]；但随着林龄增长，由于真菌竞争力强于细菌，表层土壤逐渐“真菌化”[39-40]（图 3e），

细菌残体周转受抑制，胞壁酸在 35 年后持续降低。亚表层土壤细菌基数低，其相关变化更

为平缓。氨基半乳糖作为微生物细胞壁成分，其分解需特定酶。刺槐种植中期，表层微生物

多样性高且分解菌活性强，加速分解使其含量降至低谷；35 年后微生物群落趋于稳定，分

解与合成再平衡，含量回升。亚表层因酶活性低而分解滞后，氨基半乳糖变化趋于稳定[41]。



氨基甘露糖与微生物代谢产物转化相关，初期根系分泌物促进细菌合成氨基甘露糖，随着树

龄增加，土壤 C/N 升高（表 1），细菌因偏好低 C/N 环境而代谢受抑，氨基甘露糖含量持续

降低，体现细菌残体周转的“养分响应”特征[42]。 

植被恢复初期，刺槐快速生长并向表层土壤大量输入富含香草基、丁香基的新鲜凋落物

以构建植物源碳库，使其含量提升，这既体现了碳输入量的增加，也反映了幼龄林通过高质

量碳输入满足微生物快速代谢需求，为后续碳库转化奠定基础。而亚表层因凋落物垂直迁移

效率低，碳输入匮乏，香草基和丁香基含量始终维持低水平，显示了土层间碳循环的异质性
[11]。刺槐进入老龄期后，植物受养分限制调控生长策略，导致凋落物木质素合成减少且两者

输入量降低，该变化反映植物生长衰退特征，同时触发土壤碳循环连锁效应；植物碳输入质

量与数量下降，直接导致依赖易分解碳源的微生物代谢活性减弱，进而降低植物残体碳转化

效率，最终表现为两者含量与植物残体碳贡献同步降低[43]。而亚表层因前期积累的香草基和

丁香基多为经过初步分解的难降解组分，对植物输入变化的响应更迟缓，其含量波动相对平

缓。相比之下，肉桂基含不饱和双键、苯环，具有独特的化学结构，对微生物分解酶的特异

性要求更高[44]，使其在整个恢复周期中受林龄动态和微生物活性波动的影响极小。肉桂基含

量的稳定特征不仅是自身化学属性的体现，更成为植物残体碳长期固存的标志，与香草基和

丁香基作为短期碳输入标志的功能形成互补[45]。造林初期，三者的动态分异清晰展现了植物

源碳从“输入积累”到“固存稳定”的生态过程，为解析不同演替阶段土壤碳库的构建机制提供

了更精细的功能视角，也揭示了植被—土壤—微生物系统在碳循环中的规律。 

3.2 植被恢复下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的积累及对 SOC 的贡献 

植被恢复作为生态修复的核心策略，对土壤碳库的构建与稳定至关重要，可显著促进微

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积累。植被恢复通过增加地上、地下生物量输入，为土壤碳库提供

了丰富的物质基础[43,46]。植物残体直接作为外源碳输入，其数量与质量随植被类型、生长阶

段及凋落物分解速率而变化。本研究中，植被恢复后表层土壤木质素酚含量显著提升，反映

植物残体碳积累增加，与植被覆盖度及凋落物量提升相关。同时，雨季降水会导致表层土壤

含水量在短期内升至田间持水量以上，土壤孔隙中水分填充比例增加、空气占比降低，进一

步在微尺度上形成厌氧微域[47]，厌氧环境下减缓残体分解，进一步促进植物残体碳固存。 

植被恢复显著改善土壤微环境，且集中体现在表层土壤，地上植被通过提高表层土壤养

分含量、改善通气性与持水性，为微生物生长繁殖创造有利条件[48]。而底层土壤的微生物生

长环境相对受限。尽管如此，植被恢复后，表层和亚表层刺槐土壤中氨基糖含量均显著上升，

表层氨基糖含量从农田对照区的 0.8 g·kg-1 上升至 35 年时的 2.53 g·kg-1，亚表层从农田对照

的 0.38g·kg-1 上升至 50 年时的 0.57 g·kg-1，表明微生物残体碳积累增加，这与植物根系分泌

物刺激微生物活性、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有关。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转化的核心驱动力，其

代谢活动将植物残体碳转化为微生物生物量碳，后者经细胞死亡裂解形成微生物残体碳[49]。

本研究发现表层土壤在 35 年时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的贡献达 48.9%，且推动 MAOC 含量

升至峰值，较农田对照提升 133.9%，充分体现了微生物残体碳因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和

与土壤矿物的强结合能力，成为土壤有机碳库的重要稳定组分[50]。 

微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的积累并非独立过程，二者在土壤中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51]。微生物通过分解植物残体释放养分并合成自身生物量，而植物源碳的持续输入为微生物

提供代谢底物，形成“植物—微生物—土壤”碳循环反馈机制[10]。树龄对二者积累的影响存在

差异：植物残体碳贡献随树龄增长而降低，可能与植物凋落物质量变化及分解速率加快有关；

微生物残体碳贡献则相对稳定或呈上升趋势，反映其在长期植被恢复中对土壤碳固存的贡献

逐渐增强。此外，土壤深度也显著影响碳积累模式，表层土壤因高生物活性与丰富的碳输入，

两种碳源积累显著。而亚表层土壤中微生物残体碳和植物残体碳的变化相对平缓，这与深层

土壤微生物活性低、碳分解速率慢有关[51]。 



植被恢复对植物和微生物残体碳积累的调控，体现为二者对 SOC 贡献的动态变化，反

映了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复杂性与时间依赖性。植被恢复初期，新鲜植物残体大量输入成为 

SOC 的主要碳源，其贡献占比偏高。随着恢复年限的延长，刺槐林土壤群落结构逐渐稳定，

凋落物中木质素等难分解物质比例增加，减缓植物残体碳的分解速率并降低其对 SOC 的贡

献[52]。同时，初期丰富的植物碳源刺激微生物繁殖代谢，推动微生物残体碳快速积累[53]。树

龄增长推动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优化，碳利用效率提升，显著提高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的贡献占比[54]。本研究发现亚表层土壤恢复 50 年时，微生物残体碳贡献显著增至 65.0%，

表明长期植被恢复可通过增强微生物活动和改变碳转化路径重塑土壤碳库结构。这种动态变

化受土壤深度、养分循环和环境因子的综合调控。表层微生物活性高，植物-微生物交互作

用频繁，碳周转速率较快，植物和微生物残体碳对 SOC 的贡献波动明显；而底层土壤相对

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限制了微生物的活性和碳分解过程，碳积累呈现滞后性和持续性[55]。此

外，根系分泌物组成、酶活性及团聚体稳定性变化，均影响两类残体碳的固存效率与持久性
[56-57]。 

综上所述，植被恢复通过调控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土壤环境条件，促进了微生物残

体碳与植物残体碳的协同积累，从而显著增强了土壤碳固存潜力。然而，本研究尚未系统监

测植物凋落物与根系残体的直接输入量，未来有必要加强对该方面的量化分析，以明确不同

植物碳输入途径对微生物代谢过程的具体调控机制。进一步结合微生物功能基因测序等技

术，深入解析刺槐人工林植物源碳输入对微生物群落结构演变及其残体碳形成的驱动机制，

从而丰富“植物-微生物”碳耦合过程中的关键理论。 

4 结 论 

   随林龄增长，刺槐人工林表层土壤中全氮、硝态氮、铵态氮及 SOC 含量均显著提升，而

亚表层土壤 SOC 含量较低且未呈现明显增加趋势。与农田相比，刺槐林表层土壤中氨基糖、

木质素及其单体含量均显著升高，而亚表层土壤中氨基糖及其单体含量与农田无显著差异，

木质素酚含量整体较低且随林龄未发生明显波动。在碳源贡献方面，表层土壤中植物源碳对

SOC 的贡献随林龄增加呈下降趋势（由 32.8%降至 14.9%），而微生物残体碳的贡献相对稳

定（44.0%～53.0%）。亚表层土壤中，植物源碳贡献呈先降后升趋势（26.6%～31.8%），微

生物残体碳贡献亦呈现类似波动（30.6%～65.0%）。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理化性质（如 pH、

TN、NO3
--N 和 NH4

+-N）与微生物生物量是调控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积累的关键因子。土壤

性质直接影响残体碳的分解速率与稳定性，微生物生物量则通过分解植物残体和合成自身残

体碳参与碳循环，二者共同调控土壤中植物与微生物残体碳的积累动态。综上，刺槐人工林

的植被恢复有助于土壤有机碳的固存，其中表层土壤对恢复过程的响应更为敏感，且微生物

残体碳的贡献总体高于植物源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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